
【摘要】 本研究以10位“学一代”及其部分“学二代”子女为研究对象，借

助深度访谈和自传社会学方法，探究代际流动中的“学一代”发展历程及其

对下一代教养实践的影响。研究发现，“学一代”在个人发展历程中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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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代”与“学二代”的发展反思

主持人 康永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授］：在社会学理论视野

中，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中的子代通常具有一定的文化优势，他们的受教育过程更加顺遂。布

尔迪厄认为，那些具有文化优势的个体，在学校生活中可以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任性”，用于摆

脱外在环境在自己身上施加的学业压力。而那些试图借助教育实现向上发展的群体，一方面

认同社会中的文化优势，另一方面受限于当前自身境况，易被自己向他人展示的外表和他人对

自身的评价所困扰。他们由于担心做得不够，只能加倍努力。

本专题刊发的两篇文章《文化生产还是文化再生产？——“学一代”与“学二代”的教育冲

突与反思》与《光环下的另一面：“学二代”的家庭图景与成长困境》基于社会发展变革，关注“学

一代”发展和“学二代”成长之间的代际差异。文中的“学一代”可以看成通过读书实现自我发

展的群体，大致介于布尔迪厄上面所说的两类人群之间。由于“学一代”的家庭本身还在向上

发展过程中，他们依然面临一定的压力。但他们的子女成长于一个相对优越的物质与文化环

境，因而对“学一代”的教育焦虑可能产生某种抵制。如何理解上述代际间的教育差异，两篇论

文中的一篇在家庭层面强调了光环下的另一面，关注“学二代”家庭的内在局限，另一篇则在教

育结构层面揭示了文化生成与文化再生产的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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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苦”、恢复高考及社会地位变迁的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影响了其

对“学二代”的教养实践，具体体现在对“学二代”的吃苦式培育、重视教育

及精心规划学业等方面。但在“学一代”对“学二代”的教养实践中，存在

一种代际间的反差，造成文化生产与文化再生产的对峙。研究认为，代际

流动具有双向性，“学一代”应进一步反思“学二代”的自身情况和需求，助

力“学二代”全面发展。

【关键词】“学一代”“学二代” 文化生产 文化再生产 代际流动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梳理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个体生命历程通常是时间和社会事件的交织。人们在经历公共社会

事件或者面临特殊情境时，会留下集体记忆和相似的文化体悟。不同时代的集体记忆，塑造

了特定时代人们的文化体悟，形成不同“代”的集合。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

“要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当中，去体会各种事实的特殊涵义，而社会思想无时无刻不

在向我们提示着这些事实对之具有的意义和产生的影响”［1］。本研究试图在个体生命历

程和社会事件交织的背景下，探讨“学一代”自身的成长模式及其与“学二代”成长模式的

关联，分析代际流动的内在机制。

代际之间的地位传递也称为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即父辈和子女间

在社会地位上的传承与变化［2］。因为它涉及父辈社会结构的形成方式以及其在多大程度

上传递到下一代等相关问题，也有研究者将“代际流动模式”称为“家庭地位继承模式”，强

调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影响［3］。代际流动受父母经济水平和

职业、地区、教育方式、家庭模式等因素的影响［4］，能够反映家庭养育过程中父母与孩子的

代际交互模式。在代际流动过程中，存在以经济、地位、文化为不同载体或相互组合的传

递方式［5］。

美国社会学家高芬·安纳特（Gofen Anat）指出，“学一代”（First－generation Higher Educa-

tion Students）是父母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是家庭中首先进入大学的群体［6］。在社会转型和

发展时期我国出现的“学一代”，与高考制度有一定的关系。1977年恢复高考后，很多农家子

弟也因此燃起考大学的希望［7］。在这一过程中，从乡土中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在城市中不断

发展自我，成为在家族乃至乡土中的“学一代”，最终实现社会流动。如今这批“学一代”已成

为城市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如教师、医生、公务员、银行职员、技术人才等。作为城市新知识

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在改革开放、就业分配、独生子女政策等社会公共事件中建构自己的集

体记忆。对“学二代”成长的特别关注，也已成为他们的社会性格。

“学二代”作为我国新生代的代表群体之一，不仅在经济高速增长、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的时代背景下成长发展，也是互联网背景下成长的一代。信息化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使他

们具有了更开阔的视野、更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更多元的价值取向［8］。“学二代”成长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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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反映出父代与子代之间通过受教育程度实现的代际流动［9］。相比于“学一代”艰苦

匮乏的教育环境，“学二代”更容易获得父母创造的教育资源，他们的教育和文化资源因而

较为丰富。

本研究试图通过深入分析“学一代”的生命历程及其对“学二代”的教养实践，厘清社会

转型、个体发展及代际传递之间的文化机理与脉络，剖析在我国快速发展过程中，由文化变

迁带来的两代人在知识获得、教育理解和个人成长方面的差异。“学一代”和“学二代”之间

的代际传递，可以视为社会转型的一个侧影，有助于透视宏大历史叙事背景下代际流动中

的二律背反，增强我们对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教育期望与自我寻觅等问题的理解。

二、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深度访谈与自传社会学方法，以10位“学一代”的生命叙事为研究主线，同时

将“学二代”成长的隐性线索穿插其间。其中“学一代”的年龄介于50－60岁之间，其参加

高考的时间介于1980－1989年之间，其中有3人参加过不止一次高考。“学一代”中获得博

士研究生学历的有5位，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有3位，本科学历的有2位。其职业包括大学

老师（4位）、编辑（1位）、医生（1位）、国企职员（2位）、公务员（2位），他们子女的年龄介于

20－30岁之间，具体信息见表1（其编码采用子代化名+父母称谓+工作性质方式呈现，如小

晨－母－高校教师）。

表1 “学一代”相关信息

“学一代”

小晨－母亲

小庆－父亲

小夏－父亲

浩然－母亲

张丽－父亲

小刚－母亲

刘可－父亲

凡凡－父亲

小梦－母亲

亮亮－父亲

出生年份

1962

1970

1962

1968

1964

1965

1964

1971

1964

1963

现居地
（省份或城市）

北京

北京

武汉

北京

北京

重庆

山西

洛阳

兰州

北京

参加高考年份

1982

1989

1980

1988

1983

1983

1984

1989

1981

1982

曾就读大学

北京某大学

北京某大学

湖北某大学

北京某大学

北京某大学

四川某大学

山西某大学

郑州某大学

兰州某大学

北京某大学

学历

博士研究生

本科

硕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本科

职业

高校教师

公务员

国企职员

高校教师

高校教师

国企职员

大学教授+医生

高校教师

编辑

公务员

联系途径

电话

面对面

电话

电话

面对面

面对面

电话

电话

面对面

电话

本研究对“学一代”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个人传记方法，同时也对“学二代”进行访谈作为

研究的互证和呼应。深度访谈作为定性研究中的方法，不仅需要关系的嵌入，也需要关注访

谈背后的叙述意义［10］。而自传社会学方法更加关注被研究者自身的文化逻辑，从个体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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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其成长和发展轨迹［11］。“学一代”在叙事中提到的社会公共事件将成为划分其发展阶段

的关键节点，如恢复高考制度、改革开放的推进、毕业分配政策的推行和取消等，这些也是“学

一代”集体记忆的时代特征。具体访谈信息如表2所示。

表2 “学一代”半结构式访谈大纲

一级指标

成长与求学经历

生活与工作状态

子女教养方式

教育期望

二级指标

成长背景

集体记忆

求学经历

融入城市

工作状态

未来期望

家庭模式

教育方法

教育投入

学业成就与未来

三级指标

家庭情况、家庭人口、父母职业、生活方式、家庭类型

恢复高考政策、改革开放、统招统分、独生子女政策

上学历程、考大学、父母角色、教师评价、对高考的看法

城市生活的适应、居住环境、个人感受、城乡生活对比

工作类型、收入水平、工作特点、上升途径

生活方面、工作方面、孩子方面

家庭类型、相处模式、亲子关系、冲突矛盾、日常生活

知识传递、经验分享、环境营造、日程规划

学校、学区房、课外补习、出国游学、娱乐方式

教育水平、视野、就业、工作类型、孩子个人成长

在本研究中，“学一代”自身的经历以及对“学二代”的教养过程以一种清晰的逻辑框架被

呈现出来。某种程度而言，“学一代”自身的叙述正在建构一套独特的理论视角，从中可以发

现历史时间线上的偶然性、公共性以及自我发展中的自主性。农家子弟如何成为“学一代”，

又如何教养“学二代”，在起承转合的生命叙事中逐渐显现出来。

三、研究发现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世代文化特征的碰撞，既形成了相互的交织与重合，又由于各自

的世代特征而具有外延性的差异和变化［12］。在此过程中往往出现传统与现代的冲撞、理想

与现实的落差、东西方教育理念的冲突与更新［13］。“学一代”和“学二代”亦是如此，一系列代

际文化、教育理念及生活习惯的差异乃至对立由此出现。

（一）“学一代”的生命历程与集体记忆

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恢复高考、毕业分

配、城乡融合政策等将“学一代”带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他们由此经历了与祖辈不同的人生道

路，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痕迹和群体特征［14］，也构建了一种特定历史脉络中独特的文化生产。

1.“吃过苦”的文化底色

在我国，人们通常用“过日子”描述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15］。“吃苦”是出生在二十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学一代”自叙中的高频词。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农村家庭来说，物质资

源的匮乏使得他们想要供养孩子读书并不容易，农村家庭中“谁能读书”“要不要继续读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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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进入事务性劳动之前就可能需要仔细考量。小刚母亲回忆曾经的求学经历时，提到了读

书与生计之间的艰难抉择：

我父母是农民，两个姐姐很早就不念书了。那年我正好赶上统一高考，我当时纠结要不

要去，村支书跑来说服我父母，说我适合读书。后来我上了省里的重点大学，成了村子里的第

一个大学生。（访－小刚母－国企职员）

“学一代”获得读书机会是外部机制、偶然性及自我文化生产的共同结果。“学一代”成为

了乡土中“不走寻常路”的一群人。曾经那些“吃过苦”的日子是他们生命中的文化底色，这些

在个体适应城市生活中与城市文化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学一代”特有的生活模式。

2.“恢复高考”：命运的转折点

恢复高考后，国内迅速形成一股规模空前的“大复习”“大学习”热潮［16］。自此，农村青年

想要进入城市改善生活境遇，高考成为途径之一［17］。小夏的父亲说道：

我特别感谢恢复高考政策，也很感激父母供我读书。考大学是我第一次到城市。所以，

上大学的那一刻，我就决心要留在这里。以后为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访－小夏父－

国企职员）

对于从农村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上大学意味着人生际遇的新开始。这些七八十年代的

“学一代”借此找到了农业劳动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通过教育实现了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这

不仅仅是个人境遇的改变，而且他们带领整个家庭实现了社会流动，同时也在努力为下一代

创造相对稳定且更具优势的教育条件和物质文化生活。

与此同时，“恢复高考”也唤起很多“学一代”的自我认同与个体意识，形成勾连个体记

忆与集体记忆的重要纽带［18］。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认为，“教育成为社会流动的阶梯，甚

至是达到社会平等的重要手段”［19］。“学一代”也因此表现出学校化的心性品质［20］，他们尊

崇知识、敬重教师及依赖学校。他们借助教育确认自我的价值，也希望通过教育推动下一

代的发展。

3. 社会地位变迁中的稳中求进

在“学一代”的集体记忆中，另一项重要的社会公共节点是统招统分政策［21］。很多七八

十年代的“学一代”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工作，获得了“铁饭碗”，成为城市中的新中产阶层代

表。因此，与土生土长的城市中产阶层相较而言，“学一代”身上突出体现着一种上下通达的

流动特质。他们在城乡社会之间不断尝试、摸索、奋进、往复，从而建构一种城乡融通的文

化模式和生活方式，使“稳定向上”成了“学一代”生活的内在倾向。刘可的父亲这样梳理

自己事业发展的脉络：

那时候我们大学毕业就能留校，因为工作表现比较好，很早就被提拔。我在1989年大学

毕业，1994年就成了教研室主任，1998年就开始当学院的系主任，后来做了院长，一直到2016

年底12月才换届。（访－刘可父－大学教授+医生）

可以看出，“稳定向上”代表着“学一代”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自洽状态，也表明他们的美好

生活憧憬具备可能性。傅高义在描述新中产阶层时提到：“稳定的工作环境和科层体制中的上

升途径，使得他们能够在获得安稳工资的同时也大致准确地预期在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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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和薪水，甚至准确地预见自己上升的路径和年限”［22］。相对于商人、店主、个体户等来

说，“学一代”群体更能够把工作和休息区分得泾渭分明，将分配给家人和自己的时间进行合理

规划［23］。城市中的工作提供了稳定的工资、福利以及社会保障，从中也能够看见一条有迹可循

的发展途径［24］。“学一代”通过脚踏实地、亦步亦趋的方式寻求发展，这影响着其对“学二代”的

养育模式。

（二）对于“学二代”的教养实践

“学一代”和“学二代”虽然在城市中以家庭为单位共同生活，但相比于“学一代”的“半乡

土半城市化”文化情境，“学二代”是完全的“城市化”产儿。现代文化媒介的更新带动了人们

生活方式的转变，年轻一代在城市中更容易以信息为媒介，也在快速传播和接受信息的过程

中建构自己的社会网络关系。在“学二代”家庭中两代人的记忆和文化特质在同一时空的相

遇，既存在着代际间的相互影响，又存在教养实践的差异［25］。

1.“吃苦式”培育

对于吃过苦的“学一代”而言，在融入城市时，乡土记忆变成了其在城市社会中扎根和茁

壮成长的“养分”。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认为，“在人们的感受上，记忆现象难免是

支离破碎的，利用它们甚至无法复原‘历史原形’，但它可以提供一个‘苦难的宝藏’，用以衡量

集体意识中的遗忘和压抑的现实状况”［26］。那些求学过程中的艰辛以及风雨飘摇的历程，常

常在“学一代”与“学二代”的对话中被不断提及，或者已转化为一种鞭策，成为“学二代”教养

模式中特殊的文化样态，承载着道德教化功能。凡凡就曾提到：

父亲常给我讲起他们多不容易，他在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后来又远赴日本学习，在日本完

成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才回国。我在父亲身上看到一种很强大的毅力，我挺敬佩他们那一

代人。（访－凡凡－博士－在读）

在“学一代”的家庭教养中，“吃苦”成了具有说服力的教材，甚至成了“学一代”家庭文化

资源的“内核”。父母以道德教养引导子代意识到当下生活的来之不易，教导他们对未来生活

保持慎思和奋进。在这样一种家庭结构中，乡土与城市、艰苦与舒适、传统与现代等生活情境

交织，使得两代人的生活情境和生命历程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共振。在这里，“吃苦”被“学一

代”表征为两层含义：一是对比式教育，即将曾经艰苦的生活条件与孩子现在的城市生活对

比，借以传达一种家庭代际文化的机理，从而以“苦难”文化唤起子代对现代生活的反思，使他

们产生对生活的审慎和紧迫感；另一种是规避式把关，即对于真正的苦难，“学一代”实际并不

希望子代经历，反而通过帮助、庇护、规划等方式竭尽全力满足子代在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

需求，但要求其在学习上彰显踏实吃苦的精神。

2. 对教育的重视与关注

正是经历了高考的转折点，“学一代”看到教育具有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由此，“学一

代”对于教育具有一种强烈的执念。在教育子代的过程中，他们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书香底

色的家庭教育环境，提供一套殷实和充沛的教育资源。可以说，“学一代”家庭既有“耕读人

家”的底色，又有对“诗书传家”的向往。因而，“学二代”从出生开始便沁润在潜移默化的教育

中。他们对外在世界的认知，在一种精细、协同的教养模式中展开。在本研究中，浩然母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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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了她的教育心得：

孩子小时候，我在书架上放置很多适合他读的书。等到他长高了以后，就在二、三层放置

自然类、科普类的读物，在他身高所能拿到的地方，他自己想看就去翻着看。这一切我都看在

眼里，悄悄感到高兴。（访－浩然母－高校教师）

美国社会学家保罗·福赛尔（Paul Fussell）提到，“由于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期望和不同的

心理环境，各个阶层不仅阅读不同的东西，而且作为这种阅读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相信不同

的东西”［27］。“学一代”试图尽早为孩子打开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使子代对知识世界带有一种

诗意和自如。他们以科学规划和理性教养构建一个面面俱到的文化空间，不断挖掘孩子的潜

能，还借助旅游、参观博物馆等日常实践帮助孩子扩展眼界。

在“学二代”进入学校教育之后，为了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择校、学区房同样成为“学

一代”的选择，学校声望、硬件设施、学生成绩、升学率等信息，则成为择校的“风向标”［28］。

部分“学一代”甚至为了给“学二代”选择更好的学校，不惜搬到了“老破小”的学区房。可以

说，学区房的高房价不仅是商品化的结果，更是优质家庭区域聚集的后果［29］。“学一代”试图

通过精密教养、全方位参与、系统规划、严格管控，帮助孩子在“才能”选拔中脱颖而出，至少不

被落下。

3. 精心规划

对“学一代”而言，他们希望在城市中为子代的未来兜一份底，也希望子代能够通过学业

获得教育和文凭。他们因此期望通过一套理性规划和精细安排，帮助子代平稳顺遂地走下

去，防止他们在发展中被落下。访谈中亮亮父亲提到：

小孩是越长大越不好管。他好像对每件事情都挺感兴趣，但又变得特别快。所以还是要

管，像风筝一样用绳子拽着他，要不然飞走了或者摔下来，我真害怕他承担不住。（访－亮亮

父－公务员）

尽管“学一代”尽力规划孩子的未来，然而相对于自己“稳定向上”的生活方式，出生在城

市中的“学二代”表现出更大的跳跃性和可变性。李春玲指出，“50后”或“60后”在经济落

后、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度过他们的青少年时期，而“80后”“90后”乃至“00后”的

新生代则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老一代

与新生代的代际差异和代际冲突必然十分突出［30］。城市空间和广阔视角，给年轻一代更

多的可能性。最终，这些孩子身上叠加了不同的色彩，形成一种现代的流动感，包括以兴

趣和自我为中心的不断试误［31］。

“学二代”相较于父辈，在日常生活琐事的决策中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上，都在回答“我将如

何更好地生活”这一问题。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的，“现代性已经逐渐

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只在一个场域内求发展和实现自我价值”［32］。因此，“学二

代”与其父辈的区别在于他们对自身潜力的发掘永无止境。技术革命赋予了他们搜索潜力，

在虚拟的场域中随意跨界并享受着成功的喜悦，同时也可能面临试误的迷茫［33］。他们脱离

安稳的路线，而在现代社会活动中进行反思性建构。只是该成长过程对于身为父母的“学一

代”而言，心始终悬在空中，他们不得不精细编制一张兜底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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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学一代”与“学二代”通过代际流动串联起来了一条较长的生命线，初步回答了“教育如

何长远的影响个体的生命历程和文化观念”这一问题。社会历史事件和关键节点刻画了“学

一代”的自我成长纹理，他们又通过教育带来的代际流动，与“学二代”的成长发展产生交叠和

互动。在此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过去与未来交织，两种不同的教育结构也在此

隐现。乔恩·威特认为，“作为个体的自我与塑造生活的更大社会和历史力量之间，正在呈现

着一种关系的意愿和张力”［34］。在“学一代”的自我成长与其对“学二代”的教养实践中，我们

也能看到一种代际之间的反差及一种文化生产和文化再生产的对峙。

第一，“学一代”“自然成长”中的文化生产。在社会历史语境和集体记忆中，“学一代”的

生命历程是通过本身的文化生产建构起来的。他们大多借助学校弥补了乡土中匮乏的文化

资源，实现了文化创生。这一生命历程中尽管有外部客观条件的局限及教育资源的制约，但

他们通过读书谋求发展，成为“爱拼才会赢”的写照。换言之，“学一代”借助读书实现发展，是

一种以文化生产为根基的“自然成长”。在此过程中，父母把学习过程完全交给“学一代”，这

反而给予他们“自然成长”的空间。因此，“学一代”的“自然成长”充满着偶然性及随机性与开

放性，呈现出自我发展的活力和文化生产的弹性。支撑他们进入知识世界的持久原动力，恰

恰就是这样开拓性的内驱力。在源自生活本身的教育过程中，他们的努力、机遇和成功都实

打实地从自己的指尖流出，经历了从无到有、聚少成多的创生过程。

这样一种“自然成长”与前面提到的“吃苦”究竟是什么关系？很显然，“自然成长”正是以

“吃苦”为前提。由“吃苦”塑造的前期生活，使“学一代”渴望在时代浪潮中自我实现。对教育

的信念感和认同感彰显着这一代人靠自己的努力而非门第和财富改变命运的精神。

第二，代际差异与文化再生产。由于看到了知识、教育和学历的力量，经历了社会发展和

转型的“学一代”更加看重教育在代际流动中的意义。由此产生的显著变化就是由于他们在

“自然成长”过程中的摸索和不易，他们希望通过理性引导，使子代获得竞争优势。在某种意

义上，这也是要让他们的子代尽早得到庇护。许烺光在论及“祖荫庇护”时说：“父亲所做这一

切并不是因为他对儿子应尽的义务，而是父亲对父子共同的祖先承担的责任”［35］。在此，孩

子们既感受到父辈的权威，同时又生活在一个更加结构化的“安全阀”里。“学一代”内心深处

的责任感加剧了他们对子代学习的关注。他们在此进行的教育传递试图关联一个精神实体，

将家族的荣耀推至下一代的延续。这样一种内在的驱力最终带来一种文化再生产。

相对于“学一代”摸索前行的“自然成长”，“学二代”的成长过程显然是一种系统性、全面

性、科学化的“理性教养”。换言之，他们的教育选择很大一部分基于父辈经验。为了确保成

功，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和意外，“学一代”用最直接、最安全的方式介入到“学二代”成长的全部

过程。首先是“不输在起跑线上”，提早进行心智开发。然后，加大教育投资，努力塑造一种全

面均衡、特长突出的新形象。最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为子女提供学业或人生指导，成为“学

二代”教育中的筛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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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际流动下的教育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学一代”内置的筛选器源于自身成长

逻辑的表层经验。在对“学二代”的教养过程中，他们通过不懈的投入推行一种新形式的

“吃苦”，即主动钻研与精细规划。因此，他们经常在子女还没有行动之前就提前行动，牵

着子女前行。在这样一种教育传递过程中，父代权威与子代成长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阎

云翔指出，子代的价值取向与现实行为可能存在取向差异；亲子伦理的价值观虽然得以传承，

但在与亲代的关系上，子代觉得自己有权要求父母经济支持，另一方面又要求独立自主、不受

干涉［36］。这不仅源自亲子关系的现实转变，也涉及文化模式的变化。

受外在社会环境变化影响，在“学一代”与“学二代”个体生命历程的交织中，他们之间的

教育和文化观念产生了较大差异。“学二代”一方面继承了“学一代”对知识的纯粹向往和对外

在世界的开拓与体认，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某种时代特征：他们更偏向以信息为媒介，在自由

宽广的学习空间和全球化背景下，探索发展个性化与满足生命的体验感，同时拥有比父辈更

加多元的人生选择。周晓虹指出，“年轻一代对于新兴文化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洞察能力使得

他们成为拥有知识权威的掌权者”［37］。他们因此不愿再忍受上一辈的约束，而是期望逃脱文

化再生产的泥淖，具有一种新的文化创生的愿望。

刘云杉认为：“现在的教育已经进入到龟兔赛跑2.0版本。这种变革是一种从学生个人的

努力学习、考取高分，走向了更多因素卷入的变革。多元化的选拔背后不只是学生个人的比

拼，还有家庭和家长努力的比拼”［38］。但单纯的拼资源、拼消耗对“学二代”本身而言，已是不

堪重负，他们至少尝试形成自己的文化生产之路。面对“学二代”的自我表达以及出现在“学

二代”身上的各种具身效应，“学一代”也不得不进行教育反思。

从“学一代”向“学二代”的代际流动中，可以看到两条截然不同的“成才”道路。“学一代”

的自我成长更接近一种自身即善的过程，一种在自我突破中找寻出路、重建自我的过程。而

对“学二代”而言，这一过程则表现为一种理性规划和精细培养，同时伴随更为直接的代际冲

突。两种不同的成才模式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代际流动过程中究竟哪些文化在传递？哪些

文化在并行、创新和反哺？教育者应该如何看待外在人为的“成全”和“规划”？个体的自我建

构和文化创生是否能形塑不同的景观？当代际文化正在从单向传递走向双向流动，只有充分

关注到其中的要义，这种由社会发展和代际文化交流所带来的教育差异，才更有可能走向共

存、理解和新的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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